
 

两希合流与殷周之变：

东西方分流的历史基因探源

宋 丙 涛         张     庭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的崛起与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出现的冲突越来越多，对东西方文明背后的哲学基础予以关注的

学者越来越多。已有的讨论大体分为两类：一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现代意义

与普适价值；二是探讨东西方文明大分流背后的思想差异与历史原因。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西方的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就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之谜”，而东方的哲学

家冯友兰先生也提出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主要是“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的差异”的观点。而 20 世纪末

的加州学派更是重新讨论了东西方文明大分流的起始时间。他们的观点同样有二：一是东西方文明的分流

源自近代，即欧洲产业革命的爆发；二是东西方分流源自古代，即古希腊的哲学与科学的产生。然而，所

有这些研究，无论哪种观点，也未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与“事后诸葛亮”的嫌疑，也未能摆脱“外来理论

的影响”。这些研究基本的假设是，西方是历史发展的标准路径，东方是一个不发展的怪胎，而差异仅仅

是分流的时间问题。

在这些现代西方文明的推崇者中间，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把古希腊哲学完善神学时构建的“论证工

具”−形式逻辑当作人类知识的唯一标准，把近代欧洲与宗教神学斗争中使用的“人文工具”−自由

与权利的概念当作人类文明、甚至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基本标志。为了纠正这些概念性错误，同时也为中国

文明的现代化转型提供思考的素材，本文拟以中国古代文明与两希文化为例对东西方文明分流的历史进程

做一个思想史梳理，以正本清源。

二、理论与概念

鉴于欧美学者经常把两希文化（希伯来神学、希腊哲学）当作是近代西欧文明崛起的思想渊源，而中

国又是东方文明成功的典范，以两希文化和中国古代文明作为分析比较的对象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东西方

文明殊途的原因。基于笔者对经济学的理解及前期研究的成果，我们认为文明就是公共经济体制构建的一

个成熟形式，而文化则是前文明时期各个民族从事各种制度探索的尝试。因此本文用东方文明与两希文化

的对比即体现了笔者的基本立场，东西方文明演化路径差异可以从公共经济体制构建成败的差异上得到

说明。

公共经济理论认为，鉴于公共产品的外部性，通过市场交易中的自由选择方式来提供公共产品几乎不

可能，因此，公共经济体制构建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外在强制力的获得。然而，现代政治理论又一再告诫

我们，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趋于堕落，从而使得人类文明的出现成为一个小概率事件。本文正是以这

个强制力的构建与对强制力的约束为主线展开。我们发现，尽管早期在强制力的构建上东西方文明的探索

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但在如何约束强制力方面，东西方文明的探索却有着根本不同的路径，这或许就是东

西方文明分岔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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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始强制力的构造：全能神

打造全能神是东西方文明诞生过程中进行制度探索以便获得必要的强制力的共同途径。在一个制度尚

未出现的时代，赋予神绝对强制力的思考的确是凝聚人类共同体、保障种群生存的绝妙设计。因此，人类

文明诞生的早期，精英们都试图构建一个有利于公共经济运行的强制力，并且都不约而同地构建了一个不

可证伪的第三方“存在”−神。但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个选择是残酷而又不幸的，神无所不能却也可

以为所欲为。

尽管中国的传世文献与传说文献很少提及，但中国的商朝是一个神话流行的时代。确实，关于夏朝的

农业发展与大禹治水的创世经历曾被后人反复渲染、流传至今，但关于古代文明构建强制力的血腥的“资

本积累”过程却被有心者悄悄删除了，只在那些早期的工具性文献上残存了一些蛛丝马迹。如今，经过甲

骨文学者艰苦卓绝的努力，那些记录在这些占卜工具上的殷商“血腥”文明的细节正在被揭示出来。其

中，最令人震惊的当数殷商文明的人祭制度。作为一个经营畜牧业和商业的族群，殷商用活人祭祀神灵的

行为，实际上是在和神灵做公共产品的交易。当然，用人祭祀神灵的文明构建意义在于，商人用残酷的血

腥场面获得了来自集团外部的对集团内部的威慑力。换句话说，人神对立的制度构建正是殷商文明获得的

第一个原始强制力的来源。很显然，这个威力无边的神灵是一个不通人性缺乏道德的魔鬼−全能神，但

正是这个威力无边的全能神帮助商朝的精英们实现了公共经济体制构建的任务，确保了东方文明的延续与

稳定。

无独有偶，在希伯来与希腊的早期传说中，地中海沿岸的精英们也殊途同归地构建了残暴、血腥的全

能神。比如，在耶路撒冷，“由于玛拿西，欣嫩子谷不仅成为死亡之地，还成为犹太神话，以及后来的基

督教神话和伊斯兰教神话中的‘吉赫纳（Gehenna）’−地狱”，他们拿儿童献祭给神，和神做交易。

很显然，善于经商与游牧的犹太人，同样用人牲来和神交换自己所需的公共产品。类似地，希伯来的精英

们也借助于他们构建的残暴的凶神恶煞的神力获得了对内部人的原始强制力并使其服从，从而完成了文明

诞生的早期准备。很显然，人神对立的人祭也是希伯来文化进步发展的努力方向。而在希腊，无论是荷马

史诗中的《伊利亚特》或《奥德修斯》，还是希腊悲剧中的《俄狄浦斯王》，早期精英们构建的希腊神灵

们无不具有类似的特征：威力无边、残暴冷血，缺乏正义而喜欢被物质利益所贿赂，因而只是一个原始强

制力的来源−全能神。但正是这些凶恶的全能神的构建奠定了文明诞生的基础。

四、对强制力约束的努力：全善神

然而，近二十年的实验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却告诉我们，缺乏利他心的公共经济体根本无法长

期提供公共产品，只有构建了利他伦理的社会才产生了文明的曙光。而在东西方文明的演化过程中，我们

也的确看到，为了到达文明的境界，东西方早期的精英们都在努力构建利他道德的理论体系。然而，由于

在执行力与工具选择上双方出现了分岔，走向了不同的路径，从而引发了东西方分流的开始。

在殷商后期，商人首先开始在祭祀中引入了祖先神平等的普适性概念，随后在公共经济的体制中尝试

性地开始吸收外族人员的参与。但只有到了周朝之后，才开始了全能神到全善神的转型，而周公与孔子的

努力进一步建立了世俗的道德伦理体系，从而奠定了东方文明长期延续的制度与思想基础。正如王国维先

生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的那样，“周人天命信仰对殷人上帝信仰的克服与取代，其根本精神则是

 ‘德’的自觉和‘民’的发现”。或许周公一家在朝歌看到的残暴人祭现场给他们带来了挥之不去的恐怖

痛苦记忆，作为周朝的真正奠基者，周公废除了用人祭和神做交易的公共治理模式，并强调不轻易杀人才

是德，从而奠定了后来孔孟之道的仁政基础。周公不仅通过周礼将全能神变成了全善神−周人的天帝是

保佑有德者、惩罚无德者的仲裁者，而且有意销毁了有关商人人祭的正史资料。到了春秋末期，孔子进一

步颂扬周礼的仁政，完善天道天命理论，并彻底删除了民间流传的《诗经》中有关人祭描写的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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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彻底根除了全能神的不利影响。然后，再利用亲缘利他来构建服从与强制力的新来源，并建立德行与

血缘相联系的家国天下理论。很显然，殷周之变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次华丽转身，从此华夏文明进入了可

持续的现代文明阶段。

在西方，类似的努力也出现过。然而，尽管以摩西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们构建了旧约十诫与上帝誓约，

从而奠定了一神教的基础。但面对着亲缘利他与普适价值的追问，希伯来人未能找到一个通向现代文明的

阶梯，希伯来文化在犹太教的狭隘中陷入了血缘文化组织的泥潭而难以自拔。同时，生活在雅典城邦的希

腊精英们尽管也开始了对神学的哲学改造，但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家们未能在全善神的构建

方面取得成功。一方面，仅仅靠驱逐传播不道德的英雄神话的游吟诗人，柏拉图们没能删除全能神的不利

影响；另一方面，哲学家们仅仅用形式逻辑构建的全善神无法实现制度性转化，“因为神是善的，所以神

不会做坏事”并不能约束世俗的公共经济行为人的自私行为。因此，尽管希腊人构建全善神的方法简洁，

但却无效。为后来犹太教的改革、基督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的希腊哲学未能阻止希腊文明的昙花一现。

五、东西方文明分流的思想基础与历史基因

确实，从全能神到全善神的改造，是人类文明早期探索的惊人一跃，但并不是每一个早期的尝试者都

获得了成功，而成功程度的差异则奠定了东西方文明分流的思想基础。

在古代中国，儒家先贤为了构建一个没有神的哲学体系与强制力来源，一个个创世的世俗传说先后被

构建出来。东周时期的思想家首先重构了大禹治水的神话，并根据德行的要求修订了夏商周三代的故事版

本，其中三皇五帝都成了世俗的道德模范与利他的公共经济践行者。特别是，“在周人的信仰中，德和民

被大大突显出来。……突出德也就是突出民。”“周人对民的肯定和发现，在当时无疑是意义巨大的。”

理解了这一点，方可理解“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的论断，因为正是这次变化，彻底

中断了中国人的宗教发展路径，并奠定了现代国家体制的思想基础，中国至此成为与世界其他文明完全不

同之独一无二的世俗文明。

当然，正是因为神的消失，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不得不重新构建强制力的来源，解释社会分工的基

础。而大禹治水的传说无疑提供了世俗强制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也提供了从血缘到世俗的扩展转换机

制。应对天灾的人间英雄因为方法得当且具有利他道德才获得了天命，并成为公共产品的供给者。而孝道

则为服从与强制力找到了一个新的来源，但孝道的血缘关系的有限性又不断激励儒家学说去扩展自己的普

适性，最终实现家国同构以至天下大同的境界。

与之相对，西方世界却始终未能摆脱神权的影响。虽然苏格拉底、柏拉图等西方先哲一再强调神是善

的，因而不会使人向恶，并且为了把科学与神学连接起来，柏拉图的《理想国》也打破了传统神话的宿命

论。但希腊哲学的形式逻辑没能彻底消除全能神的影响，构建的尝试始终徘徊于神定论之中。这种缺乏世

俗利他思想的西方哲学根本无助于有效的公共产品提供机制的构建，甚至沦为国家构建的障碍。为此，柏

拉图不得不重新构建一个神定灵魂、人生轮回的新神话：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但决定人善恶的智慧却是神

定的。当然，希腊哲学并非没有意义，善作为终极目标不仅成全了全善神的诞生，而且神定智慧的假设也

摆脱了犹太一神教的血缘羁绊，从而为更为普适的基督教的出现扫清了障碍。

为了建立起具有普适性的宗教，克服世俗国家的竞争与自然的血缘关系羁绊的两大障碍，中东的犹太

先知耶稣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一方面，他努力在创世的诺亚方舟传说中，加入天启、誓约与选民的概念；

另一方面，则一再用“普遍的爱”来否定“亲情的爱”，试图割断人类赖以传承的基因联系。一个相信天

启而得救的诺亚方舟传说成型了，一个关注选定群体而不是亲缘群体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也找到了。柏拉图

的神定论为耶稣否定亲情提供了哲学支撑，并推动神话神学经过了希腊哲学的理性神学最终走向基督教神学。

六、东西方文明的分流及其当代影响

总之，中国的古代文明经过殷周之变的去神化处理之后，进入了一个世俗的文明时代。当然，缺乏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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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强制力的儒教并没有对公共经济体制的构建者产生影响，但构建成功的治国者却渐渐意识到了儒家学说

的巨大潜力。儒学构建的道德伦理主要关注的是对强制力的约束，并通过天、民相通的天道天命理论把世

俗的利他精英纳入到经世济民的公共治理模式中来，从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虽然以亲缘利

他为基础，但儒家的利他原则从未拘泥于小圈子的利益，而是通过普适性利他原则与家国天下体系把公共

经济的共享效用扩展到极致，从而在东亚大陆取得了大一统专制帝国构建的巨大成功。

相反，尽管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把善规定为最终目的、把集体规定为最高原则，但希腊哲学未能从人

的角度提炼出社会伦理道德，未能从人的需求来发现社会分工的理由，因而缺失了公共经济体制构建的哲

学基础。因此，尽管两希文化在“普适的”基督教中得到了统一，然而，基督教构建的仍是一个宗教专制

体制。一方面，在这个体制中，人神之间是不平等的，神是不可证伪的、不可讨论的，因此，进入了绝对

极权的状态，这个绝对极权的思想抑制了作为竞争对手的现代国家的出现，欧洲进入了长达一千年的黑暗

的中世纪；另一方面，该体制依赖的宗教创世故事−诺亚方舟的选择性救世方法，也埋下了宗教冲突、

民族矛盾的祸根，今天的所谓美国优先、甚至某个族群优先的思想都是源于两希文化合流时留下的上帝选

民概念。

确实，儒法思想在秦汉帝国的实践中得到统一，最终使得大一统的专制国家成为一个颇为有效的公共

经济体制，也使得中国的古代文明成为一个早熟的、延续千年的文明典型。相反，两希文化的合流，不仅

未能指导罗马帝国的实践，反而在基督教的传播中抑制了新国家建构的尝试。基督教的诞生，为罗马帝国

的衰落与黑暗中世纪的无序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辉煌的地中海文明画上了句号。

尽管近代以来的西方学者总喜欢把近代西方文明与古代的两希文化及希腊罗马文明联系在一起，但通

过上面的梳理，我们会清楚地认识到近代欧洲文明与两希文化的不和谐关系。一方面，现代国家的出现起

源于对宗教影响力的否定，而不是继承，近代文艺复兴吹响的正是以人的本位价值来埋葬神的专制权力的

号角。如果说个人权利与自由意志是现代文明的主要标志的话，它仅仅是从宗教桎梏中产生的现代国家的

必要工具，而不是现代文明的核心要件。同样，形式逻辑只是古希腊哲学家构建的否定全能神宿命论的技

术工具，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循环逻辑，并不是所有人类知识的基础，更不是人类最高的知识。类似地，

基督教作为理性之源、普适性价值之源，也仅仅是相对于血缘的犹太教而已，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长

河与演变经历而言，只具有局部借鉴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现代西方文明对程序公平的强调只是其不完

美创世传说−诺亚方舟逻辑（为何只有局部人得救）的补救措施而已。作为宗教构建强制力的措施之

一，诺亚传说强调了天启与誓约的重要性，但却无法解释少数人得救与普遍的爱之间的逻辑矛盾。于是一

个选择过程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思想阴影就构成了西方政治永远也挥之不去的魔咒，也构成了民主与宪政难

以调和的历史逻辑与思想渊源。

但所有这些问题，既不是人类文明的宿命，更不是现代文明的本质，而仅仅是西方文明演化过程中未

能摆脱神权影响的暂时性困难带来的权宜之计。只要我们广泛吸收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经验，早已供过于

求的现代文明完全可以在一个相互包容的环境中实现下一步的超越与转型。

 ［作者宋丙涛，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河南开封 475004）；张庭，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河南

开封 475004）。］
〔本文在西安交通大学金禾经济中心的一个小型研讨会上得到过与会者的讨论，同时感谢我的研究生

倪运宁、韦素华、汪明会对初稿提出的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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